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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民族贸易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以全国民族贸易会议为考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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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十分重视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干部培养、政权建设、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项工
作。其中，民族贸易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被提到与政治工作同样重要的位置，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人民至上的执政
理念和民生为先的发展思想。20世纪50年代召开的4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制定了民族贸易的方针和政策，使民族贸易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民族地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增加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收入，支持了新中国的
国家建设，在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人民对新中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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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f Ethnic Trade Work in the Early Period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Inspection on the National Ethnic

Trade 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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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raining of cadres,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economic and trade, cultural education, medicine and health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Among
them, ethnic trad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nomic work, has been mentioned as important as political work, fully reflects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s supremacy of the ruling philosoph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first development ideas. Four national
ethnic trade conferences held in the 1950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formulated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f ethnic trade, so that ethnic trade work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o a large extent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materials in ethnic areas,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ethnic minority people, supported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eliminating ethnic barriers and promoting

unit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recogni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ethnic minorit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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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地区的各项建
设纳入国家规划之中，医疗卫生和经济贸易等民
生工作，被提到与政治工作同样重要的位置。
1951年至1956年，先后召开了4次全国性的民族贸
易会议。这些会议讨论和分析了民族地区的经济
社会状况，制定和确立了民族贸易工作的方针与
政策，总结和交流了各地民族贸易工作的经验及
教训。在会议精神及其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民族
地区的贸易工作逐步得到开展，短短的几年中取
得了显著成效，对配合民族地区的民主建政、解
决新中国初期民族地区的经济困难和民生困苦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民生为先的发展
思想。

目前，有关新中国民族贸易的研究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从学科建设角度出发，对于民族
贸易的概念定义、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进行讨
论和界定；二是从民族政策制定过程出发，对新
中国民族贸易工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三是从历史
和区域的视角出发，对某一地区古代至新中国成
立后的民族贸易进行论述。相关成果可参见王文
长《民族贸易概论》，杨清震《民族贸易学》，黄
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伍小涛《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研究》，林蔚然
《1946—1965 内蒙古民族贸易二十年》，党诚恩、
陈宝生主编《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穆相林等《新
疆民族贸易》。相对而言，关于新中国初期民族贸
易研究的成果比较薄弱，或是集中在区域性研究，
或是就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论述进行探讨，或是包
含在民族地区民生建设的论著中。如伍小涛《建
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1949年—1956年）》、李建宁《浅论建国初期的青
海民族贸易事业》、赵妍《山间铃响马帮来———建
国初期丽江专区民族贸易回顾》、王蕾《陈云对新
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贸易的贡献》、瞿晓琳《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地区民生建设研
究》等。作为新中国初期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民族贸易既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政治
任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是如何看
待民族贸易性质的？民族贸易的方针与政策是如
何制定的？新中国初期民族贸易的特点和经验是
什么？文章以20世纪50年代召开的4次全国民族贸
易会议为中心，围绕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

试图通过对新中国初期民族贸易工作的方针与政
策进行分析，进一步理解和阐明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质特征。在时
间概念上，文章所指的新中国初期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至1958年这一阶段。
一、新中国初期民族贸易工作的初步开展及

其背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

题正确道路的过程中，就十分关注民族地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作出了“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
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
建设事业”[1](P39)的规定。此后，强调帮助少数民族
发展其各项事业成为党和政府一贯的立场。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56年中共
八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都明确规定要
“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
业”，[2](P90-103)“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巩固各民
族的团结友爱关系”。[3](P4-5)这些规定的出台，一方
面充分表明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即中华人民共
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及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也是根据民族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状况
作出的原则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全国经济形势十
分严峻。1949年同1937年相比，工业产值降低了
一半，农业产值降低了两成以上。1937—1949年
的通货发行量增长了1400多亿倍[4](P1)。少数民族聚
居的地区大多处于边疆、高原和山地，自然条件
艰苦，社会发展滞后，民生更加凋敝，群众生活
普遍困苦。反映在贸易方面，商业萧条，货物短
缺，官商操纵市场，不等价交换司空见惯。如西
南的大部分地区粮食不够吃，必须靠土特产输出，
来换取生活必需品。由于交通特别困难，商业不
发达，集中的市场和流动性的贸易都很少，币制
又不统一，部分地区物物交换，严重地影响了物
资交流[5](P31)。又如中南地区的广西省三江县，“物
质稀薄，虽兄弟民族勤劳简朴，终年收获尚差半
年粮食，历年多兼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自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来，交
通受阻，商旅断绝，运输船只失业，官僚资本压
价收购的结果，是农民无劲生产，坐吃山空”[6](P1)。
在尚未全部解放的西南、华南以及西藏和海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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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国民党残部及土匪的活动十分猖獗，外国势
力也或明或暗地频繁作乱。可以说，边疆民族地
区复杂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对全国的统一和社
会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
诞生了，但是新中国仍然有一个是不是能站得住
脚的问题”[7]。
发展少数民族的各项事业，既是实现民族平

等和民族团结的题中之义，也是新中国开展国家
建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由于各种因素
的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少，经济文化发展比
较滞后，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
极为缺乏，如果没有国家力量和人口多数民族的
帮助，很难实现跨越式的发展[8]。对此，党和国家
领导人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等多次强调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项事业。从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思路来看，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对于国家建设同样具有
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辽
阔，物产资源丰富，“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
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9](P214)。实践证明，民族地区
的物产资源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1962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上，时
任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强调说：“我们应当这样看，
几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对国家的建设有很大的支援，
我们绝不能低估它。我看少数民族地区拿出来的
羊毛、牛皮、棉花、粮食以及其他东西，对国家
建设有很大的支援，如羊毛等外贸出口换回来的
机器、粮食，这是对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
前两年克服困难很重要的力量，对此应有充分的
估计，对工作有好处。”[10](P137)

在上述思想认识的指导下，随着全国的解放
和新中国的成立，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开
展。在经济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主要措
施包括：一是给少数民族地区拨发救济粮（款），
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救灾渡荒和恢复生产；二是开
展贸易工作，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资料的
供应及土特产品的收购。主持中共西南局工作的
邓小平认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
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
中心”，“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
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
来”[11](P167-168)。主持中共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指出，
卫生和贸易是当前民族地区最重要的群众工作和

政治任务，因此要“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力量，
发展兄弟民族地区的贸易”[12](P75,89)。
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形势及经济状况，

西南和西北的许多地方都采取了“政权未建，贸
易先行”的措施。1950年2月24日云南宣布解放，
3月即成立了云南省国营贸易公司，并派工作人
员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进入未解放的
边疆民族地区。“解放军初进边疆时，边疆缺少
食盐、棉纱、布匹、火柴、煤油等日用必需品，
部队在繁重的剿匪任务中，组织军马驮运，把物
资源源运入，保障了边疆群众的需要，军队每到
一地，贸易队随即在当地摆摊经营”[13](P420)。随着
云南各地解放和人民政权建立，各主要城镇也建
立起贸易支公司和贸易小组，为广大群众提供购
销服务。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青海时，
即抽调一批干部在西宁组建省贸易公司并很快正
式营业。当时，果洛是青海省社会情况最为复杂，
也是最后一个没有解放的地区。1952年2月，中共
果洛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正
式建立，青海省贸易公司即派出队伍配合工作团
开展工作，同年8月果洛和平解放。1952年和1953
年，果洛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政策，团结上
层，调解纠纷，肃清匪特，维持秩序，培养干部，
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奠定基础[14]。1953年3月，青
海省贸易公司果洛分公司成立，并于同年夏天派
出贸易组，随果洛工作团5个分团走访了全果洛
290个部落中的210个大小部落。在大张旗鼓地宣
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同时，积极扶持群
众恢复、发展生产。先后赈济了大批青稞、白洋、
茶叶、生产工具、衣物等，使3175户、11145名贫
苦牧民得到了扶助，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
有利条件[15]。
为了更好地指导民族贸易工作的开展，新中

国成立伊始中央和地方就相继出台了一些相关规
定和措施。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
立即召开了青海省各族人民联谊会，会议重点对
发展牧区的民族贸易进行了讨论，并形成《发展
牧区贸易的决议》 [16](P50-62)。同年11月1日，西康省
召开首届贸易会议，讨论确定地方贸易工作和开
展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的方针[17]。12月2日，政务院
发布通令：为照顾民族习惯，伊斯兰教群众在三
大节日期间自食的牛羊，应予免征屠宰税。12月
10日，中央贸易部召开各大区贸易部部长及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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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经理联席会议，确定在边远地区酌设一揽
子性质的贸易公司。12月16日，广西省贸易部门
出台对兄弟民族购货的优待办法：（1） 接近各少
数民族的地区，贸易机构应向政府机关推荐当地
兄弟民族中的优秀分子为业务员，以便沟通兄弟
民族间贸易之关系，使其能与我们直接地交易，
以减少中间的剥削。 （2） 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地
区，组织推销处，以不赔不赚的适当价格推销主
要的日用必需品，收购土产。如不可能的，应帮
助他们组织合作社，给予价格的优待。（3） 在接
近兄弟民族的贸易机构，应联系兄弟民族中的小
贩，给予适当优待，在兄弟民族购买东西时，若
有该村的一般证明，即可给适当优待。 （4） 所
指兄弟民族，是指较为集中及偏僻地区之苗、
瑶、壮、伶、倮等族，其已和汉族相同者，则照
一般人民待遇[18](P351)。1951年7月29日，中央贸易
部在国内司地方贸易处内设立民族贸易科。8月5
日—9日，西北贸易部举行西北5省少数民族贸易
会议。习仲勋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贸易工
作作了指示[19](P4-6)。
截止到1951年8月，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

工作特别是国营贸易工作有了初步的发展。“据
不完全统计，国营贸易机关已先后在少数民族地
区设置了国营贸易公司、门市部、采购站、代销
店、加工厂等七百五十个企业机构和大批流动贸
易小组，其中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贸易工作干部约
一千七百多人。在国营贸易的公平合理价格政策
的指导下，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的交换比价，已经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土产特产的价格提高了，外
来的日用必需品的价格降低了” [20](P77)。少数民族
群众通过商品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购买力，
对于恢复生产和改善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
积极拥护党和政府。例如，1951年，广西省梧州
区贸易公司密切配合剿匪，普遍设立购销处和随
军工作队，调运花生油6万余斤，布3042尺，纱42
件和大批食盐及生活必需品等，运送到瑶族地区
进行供应。那里的瑶族群众因为缺少食盐，普遍
患上了黄肿病，看见盐后特别高兴，都从深山里
走了出来。同时，贸易公司组织了两个随军购销
组，廉价出售油盐布等，供应瑶胞的需要，并以
适当价格收购价值4500多万元的生猪和价值900多
万元的香信、冬菇，解决瑶族群众因土产的滞销
与贱价所受到的损失和困难，并派人深入瑶山区

去直接向农民收购，使土产保持合理价格，农民
都反映说：“以前土产贱，现在土产这样值钱，
使我们生活改善，这都是共产党的恩惠，以后我
们更要努力生产。”[18](P351-352)

总之，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在
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贸易工作与其他民族工作
结合在一起，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沟通各民族
之间的关系、争取少数民族拥护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二、全国民族贸易会议及其方针政策
民族贸易是新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一

项崭新内容，在初步实践的过程中也碰到了较大
的困难和问题。西南地区把民族贸易工作存在的
主要不足归纳为三点：（1） 工作一般化不具体，
和当地具体情况相结合不够；（2） 对如何通过民
族贸易发展经济的认识不明确；（3） 民族贸易工
作和其他工作的全面配合不够[5](P33-34)。中南地区认
为民族贸易工作应注意：（一） 少数民族地区的
贸易工作需要从该区全盘经济发展出发……（二）
为少数民族地区贸易事业拟定适当的资金，依具
体需要采取“专业经营”办法……（三） 纠正排
斥汉商的偏向，同时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严
格制止欺骗与超额剥削……（四） 恢复与建立场、
集、会等初级市场，加强其与附近市镇的结合
……（五） 为了加强联系，沟通文化，减低运输
成本，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应予发展 [21]。西北地区
提出了皮毛、土产的价格及销路问题与公私关系，
市场管理与度量衡，调剂供求，交通运输，国营
公司经营方式的改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银元
流通，积极组织倡导各族人民自己的合作社经营
等9个方面的问题和解决意见[22](P27-29)。从各地反映
的情况来看，既有关于民族贸易的方针政策等指
导性和原则性的问题，也有涉及交通、价格、品
种、供求、人员和管理等工作中的具体事项。

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从实际出发，举凡建政、
民生等，均强调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具体情况
开展工作。随着民族地区政治和其他各项事业的
逐步开展，特别是在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开展
对少数民族访问、慰问和调查工作的过程中，党
和政府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逐渐加深了认
识，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有了更为全面
的了解。根据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主任委
员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中央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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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团沈钧儒团长关于访问西北少数民族的总结
报告，并研究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刘格平团长等关
于访问西南各民族的各种报告之后，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于1951年2月5日发布了《关于民族事务
的几项决定》，其中包括于下半年适当时间同时
召开有关少数民族的卫生、教育及贸易三个专业
会议[23](P2)。

1951 年8月17日至31日，全国民族贸易会议
率先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49人，分别来
自各大行政区、内蒙古自治区、中央直辖华北各
省市及中央有关部门。其中少数民族代表42人，
包括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壮、黎、侗
等民族 [24]。中央贸易部沙千里副部长在开幕词中
指出，会议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讨论民族
贸易的方针政策，第二是互相交流经验和教训，
第三是讨论干部和业务等方面的问题 [25](P13)。大会
请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副主任作关于民族
政策的报告，时任中央贸易部姚依林副部长作
1951年全国国营贸易情况的报告，继由各地区代
表汇报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情况和要求，有关各
部门（如林垦、农业、交通、邮电、银行、税务
等） 对这些问题进行座谈讨论并作出书面答复。大
会展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特产品，并举行座谈会
介绍各种产品的产销情况及其规格、质量[26](P17-18)。
陈云副总理代表政务院出席会议，他在讲话中强
调：“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是有成绩的，兄
弟民族对贸易工作的反映很好。”[27](P304)同时，他也
指出，对于民族贸易存在的问题，要根据条件有
步骤有重点地处理。经过十几天的交流、学习和
讨论，大会明确了少数民族地区国营贸易的方针
与政策，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最后由
姚依林作了总结报告并上报政务院。

首先，明确了民族贸易的指导方针，提高了
对民族贸易的思想认识。沙千里指出，由于中国
的地区辽阔，民族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因而对
于民族贸易的政策方针，认识还不一致。而民族
贸易工作又是一个新的工作，经验不够，各地区
在执行政策贯彻政策上不免还有偏差，因而影响
工作的开展[25](P13)。代表们通过学习、讨论和交流，
统一了思想，认识到民族贸易工作不仅是经济任
务，而且“是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是重要的政
治任务”，“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者，同时
应该是很好的政治工作者，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勤务员。他们的任务是
通过经济和贸易活动，把全国少数民族更亲密地
团结起来，以巩固国防，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不
受侵犯” [20](P78)。会议经过讨论后，确立了民族贸
易的总方针为：“依据各民族地区的特点和需要，
通过物资交流，以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
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28](P78)。

其次，讨论了民族贸易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一是提出根据地区特
点和民族特点，建立包括一揽子公司、专业公司、
流动小组、代销店等形式的国营商业网，在有条
件的地区建立合作社，以促进少数民族人民生产
的发展与生活的改善。二是提出团结正当私商、
恢复与建立定期集市的政策，实行市场管理制度，
以保证各类商业机构和个人能够在市场上进行公
平合理的交换。三是提出贯彻公私兼顾、公平合
理的价格政策，坚决反对对任何少数民族人民的
欺骗和掠夺，并从照顾产、运、销合理利润的角
度出发，在日用必需品供应和土特产品收购方面
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四是提出积极训练与培
养少数民族贸易干部，包括采取举办专门训练班、
在工作中边做边教边学的培养方法。五是提出在
贸易上对生活在特殊困难地区的少数民族给以特
别照顾，必要的时候国营贸易可在经营上发生一
些赔累。六是提出开展少数民族贸易工作，必须
在当地党政统一领导下，与有关各项工作相结
合，并依靠群众更好贯彻政策。各大行政区贸易
部、省商业厅应根据需要建立少数民族贸易的专
管机构，或设专管干部以便具体研究指导工作的
进行[26](P17-19)。

1951 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发出关于批准
中央贸易部民族贸易会议报告并通知执行的指示，
要求各大行政区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军政
委员会） 及华北五省二市督促所属财经委员会及
有关省人民政府认真办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
作，并依当地具体情况，制定适当计划[26](P17-19)。

全国民族贸易会议在新中国民族工作历史上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参加会议的藏族代表采盖
说：“这次召开的全国民族贸易会议，能使全国
各地的兄弟民族会聚一堂，讨论有关自己切身利
益的贸易，这样的民族政策，真是开天辟地以来
未有过的事情。” [20](P78-79)会议明确的方针与政策，
为进一步开展民族贸易工作指明了方向，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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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生产的提高和少数民族人
民生活的改善，对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和社会稳
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2年、1955年、1956年，又相继召开了第
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并于
1956年、1957年，分别召开了民族特需商品座谈
会和民族贸易处（科） 长工作会议，这些会议根
据1951年全国民族贸易会议以来的情况，对民族
贸易工作的发展及相关具体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
究和总结，并制定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制度。

第一，关于民族贸易机构的建立问题。再次
强调，必须根据各民族地区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设
置贸易机构；民族政策和民族贸易政策，在一切
商业部门都必须认真贯彻，不能理解为仅仅是为
民贸局（处、科） 或民贸公司制定的政策。第四
次民贸会议根据全国国营商业机构下伸分细的精
神，结合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对民族地区的机
构设置划分了三种类型，即一般地区、牧区和偏
远山区，一般地区按县以上由国营负责，县以下
由供销社负责的原则进行分工；牧区设立固定与
活动相结合的一揽子民贸机构，专业公司不下伸；
偏远山区除组织一部分流动贸易小组 （货郎担）
外，增设一些固定的小型商店以解决山区农民买
卖东西的困难。

第二，关于生活特殊困难地区的少数民族贸
易上实行特殊照顾的问题。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的
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国家在资金利润上采取了
特惠的措施，即确定民族贸易公司的资金80%由
国家投资，20%由银行贷款解决，并规定民贸公
司的利润暂不上缴，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族贸易得
以积累资金，日益发展和壮大。同时规定“赔钱
补贴”“不赔不赚”的做法，只能作为特定地区、
特定时期和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暂时措施。

第三，关于价格问题。强调进一步贯彻公平
合理的价格政策，规定民族地区的价格政策，第
一类型地区基本上应根据全国第五次物价会议规
定的原则执行，第二、三类型地区应根据全国第
五次物价会议精神，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由
省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报商业部批准执行。强
调必须认真执行国家的收购价格，贯彻优级优价
政策，坚决反对抬级抬价，压级压价等违反政策
的做法。

第四，关于收购与供应问题。进一步强调民

族贸易的指导方针是积极组织与指导土特产品的
推销与生产，大量组织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供应，
以促进少数民族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第三次
和第四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少
数民族特殊需要商品的问题，1956年3月召开了全
国少数民族特殊需要商品座谈会，拟定了少数民
族特殊需要商品目录和供应办法。

第五，关于民族贸易干部问题。要求把培养
训练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确
定以边做边教边学、商业干校培养和举办短期训
练班为主要的培养训练方法，强调使民族干部有
职有权、加强各民族干部团结、克服大汉族主义
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1957年2月召开的全国民族
贸易处（科） 长工作会议制定了民族干部培养训
练规划，要求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多、条件较好
的地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民族干部的比例
就全国范围一般达到干部总数的70～80%，人口
较少、条件较差的地区，达到占40～50%。同时
要求在5年内，基本上做到各自治区、州、县公司
至少要配备经理、科长、股长、组长、门市部主
任等有副职或正职一人。

1951 年至1956年间，国家相继4次召开全国
性的民族贸易会议，各个民族地区也多次召开不
同层级的关于民族贸易的会议，充分表明新中国
初期民族贸易在民族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重要地
位。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第二次至第四次全国
民族贸易会议，主要是根据几年来民族贸易发展
的实际情况，针对第一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所制
定的方针和政策进行补充和完善。1957年之后，
由于国家形势的变化，民族贸易工作受到了较大
的冲击，全国民族贸易会议也陷入停顿，直至
1962年10月20日才重新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民族贸
易工作会议[10](P133)。
三、新中国初期民族贸易工作的成就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少

数民族聚居的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社会形势十分复杂，民族之间的隔阂仍未消除，
少数民族群众对于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还不了解。
民族贸易工作开拓者在艰险困苦的条件下，跟随
中国人民解放军深入边疆民族地区，通过民族贸
易活动，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少数民族
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为开展民族地区
的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促进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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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29](P191)。

首先，广大民族地区普遍建立起国营商业网，
并逐步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改造。据不完全统计，
1955 年民族地区的国营商业机构已由1951年的
841个发展到3609个，增加了3.3倍；在有条件的
地区建立了供销合作社 [30](P81)。如1953年桂西壮族
自治区成立后，把南宁、百色、柳州（宜山） 三
个专区和桂林专区的龙胜县共43个县市划为民贸地
区，建立桂西壮族自治区贸易公司系统，县设贸易
公司，县以下设立民贸所或购销组，民族地区商
业机构和业务经营逐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
1956年底，全区民贸机构发展到2800多个[31](P342-343)。
民族地区的经济中心逐步形成，广大牧区和山区
不仅有国营贸易组织的大量流动贸易小组和货郎
担进入，还建立和发展了许多初级市场和经济中
心，极大地方便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购销活动。如
新疆牧区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6年来先后组织
了1300 多个流动贸易小组，湘西苗族自治州1955
年第四季度组织了840副货郎担，深入民族地区收
购和供应；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贝子庙、阿坝藏
族自治州的刷金寺都变为拥有六七千人口的草原
经济中心，其他如新修公路沿线地区，每年都有
一些新的城市和集镇出现，日益改变着少数民族
地区的经济面貌[30](P81-82)。国营贸易发展的同时，还
注意充分发挥私营商业的积极作用，1956年开始
对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8年基本完成
（西藏于1962年完成）。例如，广西全省44个民族
县份私营商业1956年3月末改造前总数12006户，
从业人员16704人，资金1842116元（包括固定和
流动），通过直接过渡，公私合营、合作商店
（组）、代销经销集中形式，1956年3月末已组织起
来的为9882户，占总户数约82%，从业人员13820
人，占总人数的82%，资金1772334元，占总资金
额的96.21%；尚未改造的2124户，从业人员2884
人，资金69782元[32](P361-362)。

其次，随着国营贸易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民
族贸易干部队伍不断壮大，由1951年的1万人左右
增加到1955年的60563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由
1700 人增加到12098人，占干部总数的20%[30](P82)。
例如，根据1956年底的统计，广西省31个民族聚
居县市的民族贸易干部共有8500多人，占民贸干
部总数的505%左右，领导干部也占有相当比重，

如百色专区1956年统计，股长以上干部共750人，
占同级干部总数41%[31](P345)。少数民族干部不仅在
数量上有很大增加，而且在政治、业务和文化水平
方面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培养了许多民族领导干
部，担任厅局长、经理、科长、股长等重要职务；
不少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33](P91)。由
于民族干部的不断成长，在开展民族地区的商业
工作，更好地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密切与各族
人民之间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汉族干
部通过学习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人民
广泛接触和交流，在思想上和工作中都取得了很
大的进步，和当地民族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促进
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

再次，根据少数民族人民的需要，扩大了商品
收购和供应，开辟并活跃了市场。由于民族地区农
业生产的商品较少，而土特产量较丰富，完全依靠
在市场上销售。如果土特产没有销路，就影响到对
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生
活。然而，民族地区大多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以
往土特产品的收购或是价格太低，或是数量品种太
少，没有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相应的收益。新中国
成立后，把收购土特产品作为民族贸易的重要任
务，除扩大了主要土特产品的收购外，也为很多历
年滞销的土特产品找到了销路，并注意发掘新商
品，扩大了收购量，对供应内销、保证出口、支援
工业建设，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发展与人民生
活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在供应上，商品品种、花
色、数量有很大增加，第三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后
又加强了对民族特殊需要商品的供应。据不完全统
计，1955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收购总值113071万
元，供应总值160439万元，比1951年各增加了7倍
多。如青海1954年收购的羊毛比1950年增加了5.5
倍，桂西壮族自治州1955年上半年收购的土特产
总值比1954年同期增加了一倍，贵州省罗甸布依
族自治县经营的土特产由1951年的3种增加到1955
年的115种[30](P82-83)。贵州省凯里地区民族贸易商店
1952年5月至1954年8月收购各种土特产投放的资
金达31亿多元，全区群众平均每户能收入35.6万
多元[34](P75-77)。青海省1955年经营的少数民族特殊需
要商品为1952年的4倍；云南省经营的品种1953年
为1000种，1955年达到5000种；有些供应不足的
商品，如茶叶、丝绸等在货源分配上，也照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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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需要。云南、青海、四川等省于1956
年初创办了少数民族特殊需要商品门市部[30](P82-83)。
广西省对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及特需商品，采取
了很多照顾措施。例如，棉布是少数民族普遍迫
切需要的商品，在1958年以前，对民族山区实行
凭证不定量，满足供应；对自织自用需要的棉纱，
实行“以纱代布”的办法，给予照顾。其他对于
食盐、食糖、烟、酒、海带、咸鱼都实行优先照
顾的办法。至于民族特需的花边、丝线、银首饰、
乐器、串珠、粉枪、猎具等，不论价值大小，产
地远近，一律派专人组织采购，设立专柜供应。
这些做法，大大推动了兄弟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促进生产不断增长，生活不断改善，同时民贸的
购销业务也随之逐年扩大。据1956年底全省31个
民族聚居的县市统计，全年的收购总值比1952年
增长5.5倍，供应总值增长3.2倍 [31](P344)。此外，云
南、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长期由外国商
品主导的状况逐渐改变，国产商品越来越丰富，
以物美价廉的优势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增强了
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认识[28](P65-66)。

再次，执行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保证了民族地区物价的合理和稳定。历史上，
边疆民族地区存在严重的不等价交换，极大地降
低了少数民族人民的购买力，影响到生产的发展
和生活的改善。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通过不
断调整土特产品收购价格和对边远山区实行运费
补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逐渐缩小，提高了少数
民族群众的购买力。如1946年西宁市场100斤羊毛
只换4块茯茶，1955年可换25块；贵州台江苗族自
治县以前要50斤大米换1斤盐或100斤桐油换1匹土
布，1953年用同样数量的大米或桐油就可换到10
斤盐或5匹土布[30](P84-85)。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的七
百弄、三只羊、板升等山区乡镇，距县城150华里
以上，过去当地没有市场，老百姓需要到离家数
十里以上的圩镇进行交易。或者受汉商小贩的苛
重剥削，经常是1斤香菇换1斤盐，1个鸡蛋换1根
针，1 头肥猪加1条狗才能换到1床半旧的棉被。
1952年以后，这些山区，已陆续建立了商店和购
销组，大大方便了当地瑶族群众的交易，而且提
高了收入，1斤香菇可以换到20-30斤盐，1个鸡蛋
可以换到1包针，经济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31](P343)。
第二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还规定民族贸易公司的
自有资金80%由国家投资，20%由银行贷款，并

且不上缴利润，不仅使民族贸易资金有所积累，
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价格政策的执行，有利于
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少数民族人民对党和
政府的认同日益增长，如凉山地区彝族人民反映
说：“人民政府来了连山上的草根、水底的石头
（指筑路用的） 也值钱了。”“有了共产党，我们
就有了布、有了盐……帕子也是一丈多长了。”这
都是彝族人民亲切地感受到国营商业价格对他们
切身利益的提升[35](P18)。

总之，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全国民族贸易会议
精神指导下，通过采取建立、巩固和发展国营贸
易机构和积极扶助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团结正当
私商以及恢复和建立初级市场，执行公私兼顾、
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采取经济领导与行政管理
相结合的方法，积极训练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
措施，新中国初期的民族贸易工作有了很大的发
展，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29](P191)。

第一，坚持全国民族贸易会议制定的方针与
政策，把民族贸易工作提高到与政治工作一样重
要的地位，充分认识到民族贸易是党的一项重要
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民族
工作，提出民族贸易干部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和民
族团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大汉族主义
和官僚资本作风等基本原则和要求。正如陈云副
总理在第一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所说：“贸易工
作在现阶段是民族工作重要的一环，兄弟民族地
区的贸易工作者，同时也是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干
部，是经济工作干部，也是政治工作干部。你们
必须在经济工作上负担着团结兄弟民族、巩固国
防的政治任务。”[36](P16)为此，在干部工作上，一方
面要求有计划地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以便
更容易了解少数民族需要，使民族贸易为少数民
族服务；另一方面要求民族贸易机构的汉族干部
努力学习民族贸易政策，熟悉民族语言和风俗习
惯，经常研究少数民族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需要，
使商业工作能够密切与少数民族人民相联系。

第二，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根
据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做
好民族贸易工作。例如，土特产品的收购，从品
种、数量、规格、价格的确定到商品的储存和运
输等，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进行，不能盲目开
发，更不能保守对待。再如商品的供应，要根据
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生产生活的不同特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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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民族特殊需要商品的发展变化，来组织供应
各族人民所需要的商品。针对某些地区出现的一
般化做法，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及时的纠正和
改进。这些积极经验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

第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贸易干部，将之作
为民族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同时这也是党
的民族政策的核心内涵之一。民族贸易工作直接
关系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培养民族贸
易干部，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密切与少数民族
人民的关系、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在实践中形成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灵活多种的民族干部培养方式，在很长的时期里
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鼓励和要求
汉族干部在民族贸易工作中学习和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密切与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系，推动了民族
团结和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
以上是新中国初期民族贸易工作所取得的几

点基本经验。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在实
际工作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在制定政策、
供应商品、规定制度等方面，一些地区未能充分
照顾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和需要，严重存在着
一般化的缺点。国营商业在业务经营中，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为人民服务的认识不足，对土特产收
购重视不够，在某些商品的价格掌握上不够合理
等现象[28](P66-68)。例如，广西少数民族山区的贸易工
作在收购供应、统购统销、私商政策、国合分工、
专业机构设置等问题上，还没有完全根据少数民
族山区经济的特点和少数民族人民的需要来考虑，
以致民族贸易工作有一般化的趋势，民族贸易政
策还未得到很好的贯彻[37](P332)。1958年，随着 大跃
进 运动的兴起，许多地区撤销了各级民族贸易专
管机构，放松了对民族地区必要的帮助和照顾措
施，削弱了对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少数民族的
生产生活由此受到很大的影响，经济建设受到严
重破坏。一直到1962年10月第五次全国民族贸易
会议召开，民族贸易工作才有所恢复。

四、结语
新中国初期开展的各项民族工作中，民族贸

易和医疗卫生工作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非常
显著的成效。民族贸易与供销合作社相结合，在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物资的交流和民族地区生产的
发展，对繁荣民族地区经济，改善少数民族人民
生活，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发展对外贸易等

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民族贸易工作同
时帮助打开了民族工作的局面，在推动少数民族
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密切中央与少数民族地
方的联系，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方面，同样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足
和缺点，新中国初期民族贸易工作的成效和意义
是不容置疑的。

新中国初期民族贸易工作的实践，既体现了
对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思想的贯彻，也展示
了党和政府在建设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方面的巨
大努力。从民族贸易工作的意义中，我们可以深
刻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国家实现现代化
的辩证关系，认识到各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
的客观事实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认识到
党和政府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民生为先的发展
思想。可以说，新中国初期的民族贸易工作，是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积极有益的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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